
相较于面包在欧洲上万年的历
史，面条则姗姗来迟，13世纪的一本
医学书里才首次提到意大利面。

在以面包为主食的欧洲国家里，
意大利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们把

“国民面条”意大利面上升到国家象
征的高度，每天一到餐点，举国上下
几乎都大啖着同样的东西——意大
利面。意大利面是意大利人的重要
主食，以至于前菜都被叫做“anti-
pasto”（意思是在面条之前），据说特
别钟爱意面的墨索里尼每次战前动
员都会向士兵承诺：“一会儿会有一
盘好吃的面。”

从诞生之日发展至今，意大利面
这一名称的背后已经有上百种花样：
细面、螺旋面、猫耳面、通心粉……加
上朝鲜蓟、肉酱、蘑菇酱、橄榄油或干
酪粉配料能变幻出上千种组合。那
么是谁给欧洲带去了这种面条，改变
了意大利乃至欧洲的饮食格局？

中国人愿意相信是马可·波罗。
这个出生于14世纪威尼斯的商人后
裔，因为从事香料贩卖曾家境显赫，
在15岁那年就来到中国四处游历，
饱尝中华文化的风土人情，直到十年
以后才重返故土。有一种说法就是
马可·波罗在周游中国时看到了各式
面条的制作，于是将中国的制面技术
带回了意大利。

然而，在马可·波罗的著作《马
可·波罗游记》中，从未发现他关于面
条的描述。相反在1244年意大利另
一座城市热那亚的医生处方里，历史
学家发现了“胃部脆弱的患者，应尽
量少吃特里”的忠告，这里的“特里”
被证实为是意大利面，而这个记载比
马可·波罗回国的时间足足早了几十
年。所以马可·波罗并不是介绍面条
给意大利的人。

另有一种说法来自意大利人自
己，他们将这种民族食物的历史推前
到罗马帝国时期，认为那时的伊特鲁
里亚人就已经开始吃面条了。但罗
马饮食的考古记载中，至今能印证的
也只有“杂菜汤、海鲜、烤鱼，以及类
似比萨的面包”，面条仍难寻踪影。

在欧洲，即使中世纪的面条价格
是面包的四倍，人们也一直没有放
弃。面条在欧洲有四百多年的时间
都是奢侈品，能够享用的群体仅局限
于欧洲教皇与贵族，后期缓慢扩大到
逐渐兴盛的中产阶级。面条的制作
者几乎全是女性，且大部分是来自修
道院的修女们。只有她们，才能以如
此的闲暇将面团精细揉搓、切割、晾
晒，以意大利的“螺旋面”为例：“最精
细、最白、也最小巧的东西，但也得付
出最昂贵的代价。面团先得揉制、分
割成长条形，再由巧手的女孩搓卷成

蜗牛状。”
到了17世纪的意大利，意大利

面从贵族的高级料理传入社会各阶
层，从贵族和主教的厨房来到街上的
流动摊点。19世纪揉面机器的改
良、20世纪碾磨技术的进步和电动
引擎的出现，使得小麦价格不断降
低，关于面条的“白色技艺”成为了

“白色加工业”，面粉和面条也日渐便
宜。工业制作的面条使其在世界范
围内成为一个平民化的饮食，尤其是
在人口迅速集聚的大城市。

18世纪的江户是一个迅猛膨胀
的大都市，巅峰时期人口曾接近100
万。德川为了确保地方贵族的忠诚，
要求大名每两年来江户居住，而他们
的妻妾家人则必须常住江户作为人
质。大名及其家眷在江户居住需要
像样的宫殿，一时间江户城聚集了全
国最精湛的工匠与手艺人，大兴土
木、街道。这些被称为“町人”的工商
阶层推动了日本的面食文化，其中最
典型的莫过于荞麦面。

大量平民都居住在狭窄的木质
“町屋”中，生火做饭容易引发火灾，
“町人”们的口腹之需常常以外食的
形式解决，被称为“屋台”的流动小吃
摊是他们的“厨房和餐厅”。1804
年，江户就有6065家小吃店登记在
册。这些小吃店除了天妇罗、寿司等
日本传统食物，还有即买即做的荞麦
面销售。点单之后，事先过水备用的

荞麦面下锅轻焯捞起，入碗后加入一
勺熬好的高汤，就可以递给一旁的食
客（他们通常站在摊点边快速吃完一
碗面），整个过程不用三分钟，可以说
是快餐界的鼻祖了。

站着吃面，在二战后一度兴起的
日本拉面馆里也随处可见。将面擀
成长条以后对折，一手抓住一端、另
一只手扯住中间，双手来回舞动绷紧
面团再交叠。每拉扯一次，面条的股
数就乘以二，同时也更细。拉面的技
术原本起源于中国甘肃一带，当地的
碱是加强面条弹性的最好材料。日
本不产碱，但学习中国的拉面制法加
入碱水，因此拉面最开始在日本也被
称作“中华拉面”。二战以后的日本，
上百万人因为战后重建从乡村涌入
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和江户时期的
劳动力一样，他们住宅狭窄，难以拥
有自己的厨房和烹饪时间，新式的日
本拉面于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管
是在经济快速升腾期还是在经济泡
沫破灭以后，拉面热都始终风头不
减。日本目前有四万家拉面店，光是
在拉面之都札幌就有上千家，面馆一
到餐点，往往排起长队。

面条备受欢迎，除了可口便宜，
还有一个妙处。这个妙处就在于它
可以事先备好，临时下锅搭配不同的
浇头和汤汁就是千变万化的口味，因
此在亚洲的快餐文化中具有先天优
势。但有一个叫做安藤百福的日本
人则希望食用面条还能变得再快捷
一点，以水加热和搭配调料这两个商
家的标准化动作，在一个没有或不需

要用到厨房的普通人家那里也能瞬
间完成。

他在自家后院的厨房里反复试
验，最终发现可以通过油炸的方式将
面条里的湿气完全抽干（在中世纪的
意大利，他们用好几天甚至一周左右
的时间晾晒），使得面条得以长期保
存，同时炸出的小孔也能在注水时迅
速吸收水分。1958年，安藤百福以

“鸡拉面”的产品向市场推出了第一
批方便面，又借助1959年电视的引
进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攻势，将
这种“便宜、可口、容易料理”的面条
宣传开来。尤其是在1972年的大阪
千日百货公司火灾中为消防人员提
供免费的杯面，使得这种方便面深入
人心。日本媒体甚至称赞安藤百福
的方便面是20世纪日本最伟大的发
明，而安腾本人也因此受益匪浅，由
他一手创办的日清集团如今每年的
收入已达到2.5亿欧元。按照《面食
之书》作者克里斯多夫·纳哈特的统
计与预测：“2005年，人类一年消耗
850亿份的泡面，平均每个人吃掉12
杯。2010年则会达到1000亿。”不
管是独居青年还是南极考察团，甚至
宇宙空间站的航天员，都在以泡面的
形式快速享受一碗面条。

沿着丝绸之路传递东西方，随各
地饮食风尚千变万化，又在现代城市
的崛起中掐准了节奏——面条4000
多年一路走来，不仅没有式微，反而
发展得超乎想象。历久弥新，正是对

“面里乾坤”的最好注脚。
（本报综合）

方便面，现代社会的快餐美食

14世纪关于意大利面制作的画作

面条的故事要从“面条帝国”——中国
说起。中国土地幅员辽阔，千年炊烟孕育
了两千多种面条的做法，影响了整个东亚
的面条文化。不过，无论是面条还是制作
面条的主要原料小麦，源头都不在这里。

中国的象形文字“麥”原指“远道而来
的人”，与面条的“面”字结合，就成了“麵”
（“面”的繁体字），而小麦以及小麦粉制作
而成的面条，在数千年前也确实是远道而
来的。每年有6亿吨产出，已经成为地球
上60%人口主粮的小麦，最早诞生于9000
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农耕文明。在它
诞生后的6500年，小麦种植技术连同制面
技术，开始从中东地区传到地中海，穿越巴
尔干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向东经过中亚来
到中国。因此，这条以长安为起点，途经甘
肃、新疆、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各国的

“丝绸之路”又被叫做“面条之路”。
穿梭在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商人随身

携带面团作为干粮，食用前将面团分成小
块，搓成条状晒干，置于火上烤炙，这几乎
是人类历史上早期面条的雏形。这样的面
条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开始在中
原地带繁荣兴盛。但喜食汤羹的中原人将
面条与水同煮，热汤中取面时，“箸”（筷子）
也就因此诞生。

中国虽不是面条的最早发源地，却是
人类现存至今最早面条的发现地。四千多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摧毁了中国西
北部的一个村庄，紧随其后的洪水又将其
封冻。四千多年后，准确说是在2005年，
考古学家们在被称为“中国庞贝”的青海省
喇家村里，发现了裸露在岩层中长约50厘
米、宽约3毫米的面条。不过在那时它的
名字很有可能还不叫“面条”。

在中国，最早的面条被叫做“饼”或“汤
饼”。1400年前的《齐民要术》首次记载了
制作面条的“水引馎饦法”——

“挼（ruó）如箸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
浸，宜以手临铛上，挼令薄如韭叶逐沸煮。”

“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
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

简单来说，“水引面”是将拉成筷子粗
细的面条，掐成一尺状，水浸之后，在沸锅
的蒸汽上用手快速捏成扁条状下锅，煮熟
出锅淋上鸡汤。馎饦的做法与水引面相
似，只是形状更似扁平的面揪皮，但口感上
都“滑美殊常”，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汤面。

在面条刚被引入欧洲时，中国的面条
已经进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期。宋代
都城开封别称“面条之都”，这座拥有50万
人口的国际都市（同期的巴黎只有10万
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商业街，商业街上
鳞次栉比的食肆比欧洲大型餐馆的出现早
了五百多年。手擀面、刀切面、拉面……食
肆中主流的面条做法就有三十多种。沿着
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的面条，又从这里
向北向东传播，进入蒙古、韩国和日本，向
南进入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面条文化
席卷了东亚及东南亚各地。

一路向东，
面条文化席卷东亚各地

一路向西，
意大利面从贵族料理变成平民美食

面条里的乾坤
俗话说：“碗中天地宽，面里扭乾坤”。作为古老食物的代表，面条既横贯了

东西，又穿越了古今，丝绸之路曾因为它的扩散又被称作“面条之路”，中华餐具

文化里的“箸”（筷子）也很可能是因它而生。直至今天，面条仍然风靡东西方，并

在现代快餐文化中拔得头筹，甚至被送上了外太空。

百年永安的缔造者

上海，南京路，游人如织，百年如一
日。在这条中国最早建立和最为繁荣
的商业街上，矗立着两座中间有两道空
中走廊连接的米黄色欧式建筑——永
安百货大楼。

1918年9月，这家以“经销环球百
货，推销中华土产”为号召的百货公司，
一开业就取得了轰动效果。商场庞大
的规模、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豪华的气派

吸引了一波接一波的购物者，日超万元
的营业额让其在上海迅速站稳脚跟，并
蒸蒸日上，成为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
施、新新和大新）的领跑者。

永安百货的成功离不开创始人
——郭乐的个人奋斗和经营才略。他
1874年出生于广东香山的一户农民家
中，16岁时家乡遭受水灾，便追随乡人
的脚步来到澳大利亚谋生。初到异地
的他，先到悉尼的一个菜园当工人，后
来在同乡开设的果栏（即水果批发商
店）工作。1897年，时年23岁的郭乐
和同乡合资开设了“永安果栏”，并被推
举为经理。

“永安果栏”在郭乐的经营下发展
很快，陆续开设了数家分店，并逐渐掌
握了水果的货源。不久，“永安”联合另
外两家果栏在斐济开设了“生安泰”商
店，从事以收购当地水果为主、兼营中
国土产的业务，获利甚多。与此同时，
果栏通过帮助当地华侨递送侨汇，建立

起与侨胞之间的金融往来，信誉也由此
与日俱增，为今后吸收华侨资金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不到10年时间，“永安果栏”已经
成为悉尼水果业的龙头企业。此后，郭
乐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具发展前景的国
内市场，并把目标锁定为经营大型百货
公司，希望通过这一商业模式将西方先
进的营销理念引入中国。他在晚年回
忆到香港开办永安公司时说：“余旅居
雪梨十有余载，觉欧美货物新奇，种类
繁多，而外人之经营技术也殊有研究
……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
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
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
起直追不可。”

以香港和上海永安公司积累的资
本和管理经验为基础，郭乐还进一步扩
展业务领域，先后开办了水火保险公
司、纺织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和永安银
行，以及为数众多的附属企业。在永安

集团的诸多企业中，值得一提的还是永
安纺织公司。永安抓住一战后国内纱
布价格猛涨的时机，在1922年建成上
海永安纱厂，此后又陆续增建3个纱
厂，资本总额一度达到3600多万元，发
展成为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

为使永安的各项事业长盛不衰，郭
乐十分重视用人之道和人才的培养。
除了注重选聘高素质管理人员和称职
员工之外，他和弟弟郭泉十分重视家族
后人的教育。郭琳爽和郭棣活便是郭
氏子弟中的佼佼者。他们先后在国外
完成学业，回到国内掌管百货公司和纺
织公司，倾尽所学将公司办得如火如
荼。

抗战爆发后，不愿与日军合作的郭
乐在1938年出走香港，翌年远赴美国，
在旧金山和纽约开设永安分公司，但仍
与国内企业保持联系。1949年后，永
安公司经过公私合营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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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湖北省是个党史大省，
但还远远称不上党史强省。一方面，
湖北省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
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大量
的革命历史资源，成为全国党史重
镇。比如辛亥革命之于武昌，比如将
军县之于红安……我国著名党史专
家、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
先生曾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湖北省
的党史资源：党的一大代表有5位；两
位国家主席；三个党的机关（中共中
央、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曾在
湖北活动；集中了四个方面的红军（后
来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属于
红二方面军的湘鄂西红军以及后来创
建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土地
革命时期创建了五个苏区（鄂豫皖、湘
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和鄂豫陕苏
区）。——面对如此丰厚的资源，如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住重大历史机
遇，不忘初心，既尊重中国共产党艰苦
奋斗的革命史实，又能深入挖掘鄂南革
命奋斗、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资源和现实
意义，促进红色资源研究和利用，是摆
在党史研究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
题。多年来，各地尤其是鄂南的党史研
究者并没有满足于既定的党史研究结
论，而是敢于探索，寻找新的历史突破
并进行深入总结。《鄂南建立全国第一
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中共咸宁市委
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年版。以下简称《研究》）就是在这样一
个历史背景下的积极尝试与重要成果。

《研究》是为了纪念八七会议和鄂
南秋收暴动90周年，由咸宁党史研究
学者李城外主编的一本地方党史著
作。事实上，早在2017年7月初，李城
外的论文《鄂南系第一个县级红色政
权诞生地之研究》（发表于《江汉论坛》
2017 年第 9 期）就已经引起了地方党
政领导的热情关注和充分肯定，咸宁市
还专门成立了鄂南秋收暴动课题研究
领导小组。2018年初，李城外负责的

《鄂南秋收暴动研究》课题顺利通过“湖
北思想库”课题验收，研究成果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的

《研究》一书，不仅囊括了此前的重要成
果，还结合出版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发

言，增添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资料，为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了十分
牢固的基础。

综观《研究》全书，京城和湖北省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各抒
己见，观点鲜明，论据确凿，颇多创新之处——

把握新思想。党史研究一要实事求是，二要突破创新。实事求
是是为了呈现历史的真实，突破创新才能更好的揭示历史的细节，成
为打破当前研究困境的着力点和突破方向。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找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也是创新。”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勇闯险区，打破“定论”。对于县级
红色政权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观点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进入了多部党史著作和教材。《研究》的作者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多方搜集史料，通过细心梳理、严格考证，最终得出1927年8月中下
旬成立的鄂南红色政权，应该是“党的八七会议后建立的全国第一批
县级红色政权”，早于9月上旬的湘赣秋收起义，这个“第一个”的提
出，突破了传统党史研究的藩篱，具有极大的创新性！

挖掘新史料。《研究》分为三大板块，一是文论部分，收集了北京
和各地党史专家的论文多篇，容纳了各方意见，可谓百家争鸣。为
此，石仲泉《通山红色政权与湖北革命党史》一文指出，湖北的党史资
料十分丰富，要大力宣传湖北苏区的贡献；既要充分认识，又要实事
求是地把握鄂南和红色政权的历史意义。二是文献部分，收录的是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珍贵资料，
为鄂南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提供了有力史证；三是文摘部
分，既有中共党史及军史等著作的内容，也有地方史志、档案资料及
回忆录等，是研究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等辅证资料。除第一部分是
文论外，后面两个部分（文献、文摘）都属于史料，占全书一半篇幅。
这些资料上至中央档案馆，下到亲历者的回忆录，编者穷尽搜寻，最
大限度地保证史料的历史覆盖面和代表性，增强对于观点的支撑。
史料翔实，论证充分，结论自然极具说服力。

找到新思路。《研究》一书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红
色政权的归属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并不单纯，它涉及到许
多方面，诸如何为“政权”？何为“红色”？“县级”又该如何定义？“第一
个”是不是单纯从时间上来定义，等等……该书抛弃了既往的研究误
区，不纠结于一城一池，一时一地的争论，更多的将研究的目光聚焦
于鄂南秋收暴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范畴中进行讨论。从书中收录的
文论来看，既有《通城暴动中诞生的劳农政府》《论鄂南秋收暴动与全
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诞生》《鄂南系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
生地之研究》等直接论述的文章，更有《鄂南秋收暴动与中国最早红
色政权的创立》《湖北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试论中共
湖北省委及其党组织在湘鄂赣边秋收起义中的作用》等从土地革命、
秋收起义这些更大的革命史事件中讨论鄂南秋暴意义的文章，有点
有面，有据有节，最后得出“鄂南秋暴先点火，会师湘赣后兴兵”的结
论，可说是水到渠成。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意义观照下，鄂南在秋暴中
建立的通城、通山红色政权的党史意义也就不言自明。

提出新观点。《研究》一书是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在鄂南秋收暴
动课题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一个重大成果，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广泛搜
集各种史料，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再去芜存精，条分缕析，才最终得
出这样一个历史观点：“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发端于崇阳，成功
于通城，定型于通山，称鄂南是它最早的诞生地，是受之无愧的。”作
者认为：鄂南建立的这个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具有五个方面的
重大意义：一是首创之功，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最初
的基础；二是稳固后方，推动了全国秋收暴动的进程；三是人才摇篮，
为后续革命播下了火种；四是力量源泉，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五
是精神支柱，形成了敢为人先，勇于胜利的精神。这些观点不仅颠覆
了此前已经形成的“定论”，更开拓了党史研究的新天地，创新了党史
研究的新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
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研究》
一书虽然立足于鄂南秋暴，着眼于通城通山建立的县级红色政权，
致力于宣传鄂南秋收暴动和暴动中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
权，“将鄂南秋暴打造成咸宁的一张新名片”，而这个研究成果和研
究意义与方法，完全可以辐射全国党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在党
史研究中，存在着因人立史，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解放思想，推陈
出新，才能冲破陈旧观念的阻碍，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的经验教训做出深入分析和总结探讨，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我们深化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历史认识。从这个意义来说，该书确实值
得认真研读和推介。我们真诚地期待，随着鄂南秋收暴动与全国第
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为中共党
史研究增光添彩。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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